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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原学术的转换与中原学风
对中原学研究的启示

◇陈 羲

中原历史上曾经学术发达、文化灿烂，后来却出现了中衰。这个中衰期是如何演进的？是否出现过重

振中原的努力？这些需要具体深入地考究。近代，随着西学的流布，中原学术文化是否把握住发展契机做

过时代化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如何协调新旧观念的？能否为建构现代性、独特性的中原新学术文化提供资

源和借鉴？这些值得我们回望找寻。

一、何时开始的中原学术文章之衰

民国十六年北京朴社排印了经冯友兰、冯沅君点校的清代小说《歧路灯》前二十六回。在其序文中，冯

友兰说：“近几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

是‘鲜矣’。”这里所用的几个形容词，虽可从《老子》《论语》上找出本来出处，然而冯氏在此引用，显然是直接

从《歧路灯》文字（见原书十八回、七十四回等处）脱胎而来，别有一番可玩味的戏谑。冯友兰先生的“近几百

年”说，无疑是较早直面“中原学术文章之衰”这一历史现象与现实问题的尝试性解答，不啻为一个对河南、

河南人“文化自信”的不薄不厚的论断。

流风所及，晚近以来，凡提到中原学术文章之衰的，无论学者、作家、记者、官员，均善用北宋以后、靖康

以来的说法来作中原学术递变的时代划分。此说较“近几百年”说，时间跨度上更为含混，持论却更为坚固，

似已成分析中原学术发展史的不刊之范式。绎其立论之基，完全在于靖康以后，中原丧失国家政治中心地

位这一绝对事实。似乎随着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中原人文的衰势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每况愈下。自北

摘要：较长时期以来，中原人文与中原学术的衰落被认为是伴随着北宋覆灭以后河南政治中心地位的

逐步丧失同步发展而来的文化现象。然而，通过梳理相关学术人物、顶尖人才的消长趋势，可以发现这一趋

势并非线性递减，例如，中原人文以清代中后期最为低落，而到民国时期则相对有所恢复。中原学术大势的

此一升降过程，恰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相吻合，中原学术也在此进程中实现了从前近代到近代化的学

术形态转换。从经世实学、心性之学的传统学术范畴出发，经受近代西方科学教育的影响，以嵇文甫、冯友

兰的学术轨迹、学术取向及学术成就为代表，形成了具有中原特色的近代中原学风。在河南近代学术的建

构过程中，“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两种学术风尚的张力，形成了问题意识与理想情怀的两大背景之间、精

微求理与宏达致用的两大取向之间、高明传神与中庸赋形的两大风格之间的交相博弈，并形塑了近代中原

学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上述特征的反映，是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型进程中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域色彩的

典型案例，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及其对现实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为进一步更新、发展中原文化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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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覆亡以后，中原人文的浮沉之势，很难笼统地说呈现随时间而线性递减的趋势。到底经历了哪些升与降

的大关节，“中衰”究竟自何时而起，应结合历来河南人口占全国比重的变迁、河南不同时期学术活跃程度的

升降、中原学术与其他地域的相对比较，进行一番综合的审视。

（一）宋以来中原人文盛衰之势

金元时期的河南与理学极盛的南宋“声教不通”，乃至于许衡间接通过姚枢得赵复所传程朱学说，感慨

“今始闻进学之序”。而到了明代结束时，中原名士周在浚则俨然称“我中州称文献之邦，三百年极人物之

盛”；流寓河南的孙奇逢也盛赞“两河山川，灵秀所钟，才固无限”。再与清代既亡之后中州学术领袖李敏修

先生喟叹的“有清一代，言考据则不能抗迹于顾、戴、秦、王，言词章亦不求义法于方、姚、曾、恽。介介焉自

葆，朴僿以不失其本真”相对照，至少有明一朝的中原人文，相比元、清两代之衰，不可谓之不盛。

以同为统一王朝的元、明、清三代而论，河南的进士人数及其占全国进士数的比例分别为49人（占

4.1%）、1729人（占7.0%）、1721人（占6.4%）①。进士产出这一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文活跃程度的指标，明

代河南的表现胜于元、清两代。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人才质量、相对人口占比等因素，则更能看出有清一朝

中原人文的衰颓之势。

以明代阁臣、清代大学士两组中央级政治人物的分布来对比，明代河南籍阁臣数为12人，占全部162名

阁臣的7.4%（列全国第六），清代河南籍大学士人数则仅为3人，占全部119名汉人大学士的2.5%（列全国第

十二）②，尤其可见有清一朝河南政治人物的鲜见。

（二）宋以来中原学术人物消长之势

回到学术人物上来，将宋以来历朝学案（即《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民国学案》）对河南学人

的收录情况进行爬梳，结果如表1所示③。

表1 宋以来历朝学案中河南人物收录情况

上述入选历朝学案的河南学人，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中原学术的大致风貌。结合入选历朝学案的河南学人

数及其占比，与相应时代的河南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进行对照，如表2所示④。

不难看出，河南在宋元、明时期的学术人物占比，分别约为九分之一、十九分之一，均高于同期的人口

占比；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物占比，约为十四分之一，几与同期人口占比相埒；而清代的学术人物占比，则仅

约为二十六分之一，远低于同期人口占比，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河南在明、清两代的人才产出上具有较明显

的差距。

时代

宋元学案

明儒学案

民国学案

民国学案

入选为案主的河南学人

邵雍、程颢、程颐、张载、晁说之、谢良佐、尹焞、刘绚、李吁（二人合为刘李诸儒学案，合计为一个）、张岷（与王豫合案，计半个）、许翰（与范浚合

案，计半个）、许衡

阎宇锡、王鸿儒、尤时熙、孟化鲤、杨东明、曹端、崔铣、何瑭、王廷相、吕坤、吕维祺

汤斌、张伯行、张沐、胡煦、武亿、李棠阶、倭仁

衡嵇文甫、冯友兰、赵纪彬、姚从吾、谢国桢、韩儒林、郭廷以、尚钺、徐旭生、董作宾、郭宝钧、孙海波、尹达、曹靖华、冯沅君、丁声树、李敏修、

王拱璧

时代

宋元学案

名儒学案

清儒学案

民国学案

入选案主数

10

11

7

18

总案主数

89

201

179

254

所占比例

11.2%

5.5%

3.9%

7.1%

同期人口占比

6.3%

4.9%

7.1%

7.2%

表2 历朝学案入选案主的河南学人占比及同期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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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民之际中原学术人物升降之势

通过以上分析，大略可以响应前文提出的中原学术自何时开始中衰的问题了，显然由明入清，相较于宋

金之交，更能显现出中原学术之衰的颓势来。

按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观诸

清代的中原学术，在《清儒学案》正案所收录的河南学人之中，只有武亿一人与代表清代潮流的朴学有关，其

他几人宜乎“不入流”之谓也，这也基本反映了中原清代学术的大略风尚。

及至清民之际的学术更新中，河南的表现却显然胜于前清，与终清一朝朴学在河南未能成为显学不同，

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近代新学的大部分门类中大都有所参与，对于部分学科也做出了较高水平的贡献，基

本跟上了与时代同呼吸的节奏。举其荦荦大者，河南学人在哲学、生物学、考古学等领域涌现了冯友兰、秉

志、董作宾等领军级人物，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献研究、地质学、化学等现代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一定数量

与质量的人才队伍，广泛参与了殷墟发掘、陆相生油理论的发现、乡村建设与地方自治等代表当时前沿水平

的学术活动。

再就顶级人才的化育而言，单纯从人物产出数量来看，明、清、民国三代⑤波动变化不大，但考虑其在全

国的相对占比因素，以及同时期河南人口在全国占比的因素，可以看出清代与明代相比，已有较大落差，而

民国河南两项顶级人才的产出占全国的比重，又较清代有较为显著的起色。

二、经世实学的百年伏脉

从清代的“不入流”到民国时期“得预此潮流”，中原学术在清民之际递变的枢机，仍应从中原学术自身

发展渊源上找寻伏脉。

（一）明代：实学的兴起

自元代许衡重塑程朱理学在中原、北方的一尊地位之后，中原学术基本能与此后主导时尚的显学之间

声教相通。到了王学充塞流行的明中晚期，以王廷相为代表，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州特色的实学思潮。以高

拱、崔铣、何瑭、吕坤等为代表的中州士人在政、教两界躬行实践，李濂、陈耀文、朱载堉、吕维祺等博物君子

的治学探索，均促进了经世实学的发展。

（二）清代：宋学、汉学夹缝中的实学思潮

河南学术发展史进入低谷的清代之后，虽然以孙夏峰苏门讲学为发端，在清初作育了汤斌、张伯行、耿

介、张沐、窦克勤等一批理学家，但在乾嘉朴学兴起的背景下，其学术影响迅速消散。中经马时芳，到鸦片战

争后形成了以倭仁、李棠阶为代表的中州理学的再度复兴。要之，在程朱、陆王之间的损益、平章，仍是清代

河南学术的主线。按照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分期，不论是在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河南学人皆无

与焉，宋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清代河南学术似乎从未进入梁启超所概括的“复汉唐之古，对程朱而得解放”的

阶段。

相对于宋学在清代河南的垄断，作为当世显学的汉学在河南学术上的反响几乎可以说是死水微澜了。

明、清、民国时期河南顶级人才产出情况

人数

占全国比重

明代

状元

2

2.2％

明代

巍科

人物

8

2.0％

清代

状元

1

0.9％

清代

巍科

人物

8

1.5％

首届中

央研究

院院士

3

3.7％

教育

部部聘

教授

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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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寥寥如武亿的金石学以及刘淇《助字辨略》、刘青芝《续锦机》等数部小学述作。乾嘉以往，胡煦的易学

研究“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四库全书总目》语），蒋湘南与龚、魏交游所受经今文学的影响，或可反映

汉学在河南学人中的一点回响。

与清代作为河南学术主流的宋学、作为全国学术主流的汉学，同时并存于中州学人之间的，仍有经世实

学思潮，如清代前期杜知耕、李子金的算学成就，杨璇的《伤寒瘟疫条辨》等，可视为明以来实学影响的余

绪。乾嘉朴学晚近的流弊，以及中外交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进一步促进了面向近代新学的经世致用

之实学。以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为代表，郭云升的《救荒简易书》、陈元勋的《天文节略》《禹贡考》等，都

成为近代河南自然科学的先声。即使持“修身为本”的中州理学名宿李棠阶，在鸦片战争后，也在日记中对

《日知录》中有关“金银铜钱”“水利”“河渠”“雨泽”等实政内容有所措意。

（三）实学根基上的新学更化：北李南张的学术渊源

在民族危机面前，西学或近代新学的引入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学术趋向，以兴办新学为嚆矢，河南学术近

代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经古文学、经今文学之争的格局也渐失去了现实意义。在

经历清代的发展低谷之后，河南的学术、人文也逐渐恢复元气、时序日新。1933年教育部督学戴夏、周邦道

对河南教育概况的视察报告称：“该省教育经前人努力，成绩已大有可观，只以连年灾祸，未能得到较大的进

展。效率参差，瑕瑜互见。”这一考语大概可以反映民国河南教育的实绩。

清民之际的河南教育界，素有“北李南张”之说，即汲县之李时灿（敏修）、南阳之张嘉谋（中孚）。这二位

先生在河南学术递变的进程中，实在具有承旧启新的重要地位。通过梳理他们的学术渊源及其影响，可以

更清晰地勾勒出清民之际河南学术递变的图景。

李时灿先生的学术传人嵇文甫备述了李时灿在教育史上兴办新学的地位：“各省开明士绅，竞起以新学

新政相号召。若南通张季直先生，天津严范孙先生，其冠冕也。于时先生亦起自中原，纠合同志，作桴鼓之

应。”就私学而言，以李时灿、王锡彤为中坚的河朔学人，“依照外洋大学堂之法”酝酿成立的求仁集义、培养

“有用之通才”的经正书院，被誉为“卫辉文明之权舆，河南学堂之嚆矢”。就官学而言，李时灿历任河南学务

公所议长、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河南教育司长，创办了河南多所新式学堂，培养了近代河南第一批人才。

关于李时灿的学术渊源，嵇文甫先生在《读〈毋自欺斋文字纪年〉》一文中，有十分明晰的绍述：

早岁从武陟王少白游，笃守洛闽矩矱。既而出入诸经，博观约取，特心折于船山之学，故其教人，由船山

以上溯洛闽，而归宗于洙泗。然志在经世，通达时务，不屑文于门户之见。其于远西新来诸说，亦未尝不虚

心研求，斟酌去取。迥非顽固一流者比也。

由孙夏峰而上及洛闽的理学正脉，自然是李时灿学术的渊源所自。而这里所说“由船山以上溯洛闽”，

如理解为由船山上溯浚川的实学，乃至横渠之关学，似更为允洽。正是由于李时灿在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出

入几无畛域，形成了其“志在经世”的学术风格，进而为河南近代学术全面吸纳“远西新来诸说”奠定了基础。

张嘉谋先生在清末民初河南教育界的贡献，相较于李时灿的全局擘画之功，更多地体现在具体的办学

实践、奖掖后进方面。从清末主讲于各地书院，到民初创办十余所新式学堂，其间不遗余力地提携了徐旭

生、董作宾、郭宝钧、冯友兰等知名学者，近代南阳籍学人几乎都与其有师弟之谊。

与深受中州理学正脉影响的李时灿相比，张嘉谋的学术渊源似不够明朗，受其诱掖的冯友兰曾说：“其

学非友兰所素习，亦不足以知之。”据其哲嗣张清涟的《显考中孚府君行述》对其早年学行的记载，与之有师

承关系的有南阳南荫棠、湘潭黄曙轩、曹县徐又稚、荣成孙佩南等人。其中，南为南阳名士，黄为明道书院山

长，徐为提学使，在学术上较有影响的是孙葆田（佩南），为同治甲戌进士，曾任宛南书院、大梁书院主讲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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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局总纂，著述有《校经室文集》《孟志编略》等。孙擅桐城派古文，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修志，代表作为《山

东通志》（《清儒学案》卷一百九十四有案，附于东甫学案后）。孙葆田为《南阳县志》更定凡例，对张嘉谋日后

致力于乡邦文献、古迹的学术趣向有一定影响。由此可见，张嘉谋的学术渊源较为广泛，通过与外省学术先

进的相互砥砺，学涉益进，而其学问根基仍在于“不以制举时艺自囿”，也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倾向。

除了北李南张之外，清民之际河南学界尚有王锡彤（筱汀）、杨源懋（勉斋）、时经训（志畬）、吴肃（忆鲁）、

王敬芳（抟沙）、胡汝麟（石青）诸人致力于兴新学的运动。考其学术，大致与李、张二公声气相通，引为同

调。吴、王、胡诸人复有游学日、欧的背景，也加速了新学在河南的流布。

考索近代新学与河南明、清以来实学思潮之暗流相合符的契机，应是理解在中州理学最盛的格局下近

代新学能以燎原之势对旧学开展全面更化的机杼之一。

三、心性之学的近代投影

经数十年生聚，中原人文、学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达到相当水平，所培养人才在部分学科门类已渐

居于中国前列。传统国学的学术面向、治学路径，在现代人文学术的发生过程中影响较为深远。河南在民

国时期所出现的哲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一时俊彦多承其余绪，于会通中西之际颇有发明。而现代自然

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引入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其流风所及。作为理学最盛之区的河南，清代中州学人

每以洛学后继而自期。心性之学的近千年惯性在中原学术近代化过程中也留下了一道悠长的投影。

（一）旧、新之间：标榜与彷徨

在中西文化交通急速加深的背景之下，以李时灿等为代表的一代中州学人，虽然对新学的提倡不遗余

力，但也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河南自身的学术统绪深怀自信。

自元、明河南建省以来，省籍意识渐起，前代河南学人并不乏对中州学术的祖述。到了清初，汤斌在孙

奇逢影响下，有意识地标榜中州学术的《洛学编》，虽上溯汉唐，但仅以其为前编，而以宋学兴起、两程以来为

正编，尤其突出两程在道统复兴中的尊崇地位。虽是一部河南地方视角的学术史，实则更具有梳理宋学在

中州之流变的学术取向。道、咸以后，河南学人如苏源生《中州文征》、杨淮《中州诗钞》的整理，则偏向艺文，

于清代中州学术较少措意。至于刘廷诏的《理学宗传辨正》，更是以正学卫道而强化程朱道统，虽与倭、李声

气相求，但于中州学术自身的盈虚消息较少发明。

在民族危机加重和清代中原人文极衰的双重影响下，李时灿等人在兴办教育、整理文献的活动中所体

现的对于辨章乡邦学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是迥出于前代的。李时灿等人在创设经正学舍时期，“正室曰

绍闻堂，中祀蘧（伯玉）、史（鱼）二公及圣门弟子之属。于卫者仲子、端木子、卜子、高子，配以汉汲淮阳先生、

杜君公先生，晋孙公和先生、唐甄秘书先生，五代郑逍遥先生，宋邵康节先生，元赵江汉先生、姚公茂先生、王

秋涧先生，明张太仆先生、贺忠节先生、孙夏峰先生，清郭孝子先生，示所仰也”。上述人物谱系基本构成了

一条卫辉府（兼及整个河内地区）历代人文发展的清晰脉络，也体现了这一代河南学人对于区域文化的自觉

意识的兴起。与前一代的倭、李等人以修心之理学为因应世局变化的学术诉求有所不同，显然李时灿、王锡

彤等人对乡邦名贤的标榜，并非将维护洛学道统作为阐扬河南学统的主线，其所尊崇的人物并非俱是理学

纯儒，而更多的是取其功名、志业可为时人治学、事功的砥砺之资。

联系李、王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过从，其在北洋初期政、学、商界的悠游权变，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出对于“以学翼道”传统的扬弃。一方面不再强调对固有道统的株守，而是更具开放性地采择、折中新旧学

术。另一方面，这一代河南学人在学术、教育上的诸多实践，又每以再造乃至重振中原学术的学统为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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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中州学术的标榜，和对近代新学的大力提倡，既矛盾又合理地体现在这一代河南学人的学术追

求之中，并引出了其对新旧时代变易之际学术更替大势的彷徨。相较于李时灿，更多地参与了北洋初期政

治活动的王锡彤曾说“新人嫌我旧，旧人嫌我新”，大致可代表当时从旧背景而进入新时代的一代学人的普

遍情态。到晚年致力于中州文献整理时，李时灿曾多有感叹，“读泰西近儒重译所发明，而知周官多未阐之

旨”，“及欧风东渐，融会殊难，而余已垂老矣”，莫不透露出处于近代新学知识与传统治学路径的夹缝之间的

复杂心境。

（二）道、术之间：南冯北嵇的学术取向

在河南近代学术发展历程中，继“北李南张”而起、蜚声民国河南学界的代表人物是“南冯北嵇”——冯

友兰与嵇文甫。从学术背景上看，他们已经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同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

门，翌年适逢蔡元培主北大校政，其间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此后冯友兰留美，完整接受了西方现代教

育；嵇文甫亦曾游学于苏联。二人在民国时期，俱已在中国哲学、哲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累积了具有较高水

平的学术贡献。作为几乎完整接受近代教育的人文学者，他们的学术制作自然应归为现代学术的范畴，然

而，在他们身上仍体现出中国固有学术的深厚影响，以及经以“北李南张”为代表的上一代河南学人所传承

的中州学统。

冯友兰学术的核心取向，大致可以其晚年自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来概括。以旧邦

新命为指归，贯穿“三史六书”为代表的冯氏述作之中的是“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坚定的信念和自觉的历史使

命感”。这种使命感，首先体现在冯氏将“哲学史”作为其专业工作的中心，以西方近代的哲学研究方法对中

国古代思想史所进行的三次重要的整理。构建和揭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统”，并非纯从客观角度整理文

献、史迹而已，不容忽略的是这一学术抱负中所蕴含的历史的同情。在《新理学》的绪论中，冯氏以“接着讲”

而非“照着讲”作为构建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出发点，则表现出对于“学统”所承载之“道统”的深沉关

切。“新理学”之“新”不仅在于完成对宋明以来心性之学的现代的分析和研究，还包含了在发展中国现代哲

学体系的学术转型中“保持中国性”“发展中国特色”的要义。在中西文化交通背景下治学路径的转变方面，

冯并没有将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视为与西方近代科学发生关系的准备，反而将清儒对宋学的批评反了过

来，认为宋学的问题不是玄虚，而是玄虚得还不够，这是哲学家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所做的哲学的批评。冯友

兰学术在学统、道统、治学门径等方面所表现的学术面向，自然是在中国学术总体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然

其与河南素为“理学名区”的治学好尚之间亦有不可不察的相当关联。

嵇文甫学术的核心取向，也可用其自况的一副对联概括，即“寝馈六经三史，瓣香一峰二山”。按其弟子

任访秋等追述，嵇平生专力于“中国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史”，曾就这副联语解释：“余近年来所祈向者孙夏

峰、王船山、全谢山三人也。盖立身尊夏峰，持论宗船山，学问门径出入浙东诸老，而尤近谢山。夏峰平实，

船山邃密，谢山淹贯，三者兼修，其庶几乎！”由此自述可以看出，嵇的学术渊源与明清之际以来中州所传夏

峰北学关系密切，对船山、谢山的服膺，亦显示其在程朱陆王之间、理气之间、汉宋之间的出入圆融。由于亲

炙李时灿先生的关系，嵇对中州学术统绪素为留意，如高拱、马时芳等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皆经其发覆而

为人所知。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冯友兰侧重于通过纵向整理中国“哲学的史”而构建中国现代哲学理

论体系；而嵇文甫在其学术述作中有关民族哲学遗产的分析，更多的是从横向对思想史上各家学说加以平

章，而从政治社会思想、历史人物评价等角度归旨于“史的哲学”。关于嵇文甫的治学门径，赵俪生称之为

“宋学的路子”，“他常说，他不是不会做考据的，但对清中叶以后许多江南的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而嵇自

谓“治学要有条贯，要明源流”，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对思想史上诸学说分析的治学实践，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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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道统”贯穿学术的意味。

除了学术风貌而外，南冯北嵇的出入行藏也颇受“内圣而外王”的道学气象之影响。冯友兰将“超越人

伦日用而又即在人伦日用之中”作为“中国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把“讲‘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中国各家

各派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现实中，冯对政治的关切、参与，也是影响他一生坎坷心路的外在原因。而嵇文甫

积极投身时代大潮的社会活动，除了意识形态信仰因素之外，夏峰诸人学术思想中躬行践履的影响自然也

不能忽视。由嵇首倡的“政术学”，起自对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务从中国自来的“上自王霸大略，下及宰邑牧

民之道”究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流变，也体现了其为学的淑世情志。

以冯、嵇为代表的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西学兴起的大趋势下，一改清代“恪守前轨不为时风众好所转

移”的自锢学风，以多方面的建树推进了中原学术的近代化改造。然而，传统心性之学框架下的道统、学统、

治统等固有观念，仍在这一代河南学人的学术创造及政学关系中发挥着惯性影响。

四、中原学风检讨：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巩固，新的学科体系的确立，实现了对旧有学术疆域的彻底改造。现代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术的产出均需依赖于教育、研究机构的建设，而河南教育史上数次错失重大机遇，

造成了中原人文、学术的再次低潮。舍宏观的政治、经济诸因素而外，由前文梳理的中原学术近代化进程中

所形成的中原学风，亦有可讨论之处。

嵇文甫在总结王船山的易学及史学方法论时，曾使用《易经》中的两个术语进行分析：

如果说他的易学，就天道以明人事，是“极深研几”之学，同时也是“开物成务”之学；那么，他的史学，乃

就是就人事以明天道，是“开物成务”之学，同时也是“极深研几”之学；所谓“《周易》自微之显，《春秋》推见至

隐”，二者实互相表里。

“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这一对相互之间有机关联且具有极大张力的学术取向，也可以用于分析在

因应新学输入的大环境下，河南自有学术传统中实学思潮和理学观念对近代中原学术的交相、错综之影响。

（一）背景：问题意识和理想情怀

从时代需求来看，从旧学到新学的学术转型，首先离不开现实层面严重、紧急的问题意识的产生，而与

之同步的，是前近代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中理想情怀的一次重构。就问题意识而言，针对河南积

贫积弱的危局以及保守落后的学术环境，需要痛下针砭，并开出济世之良策，这就需要以“开物成务”的现实

诉求为目标，大刀阔斧地构建全新的学术体系。就理想情怀而言，长期以承继宋以来理学道统自居的河南，

在面对外来的近代新学之时，以“规律”“主义”这些可以替代旧有“道统”的新范畴为指归的“极深研几”之

“几”，就难免成为一时学人鹜赴之趋向。

近代河南教育史上的几次关键性转变，也可视为“问题意识”和“理想情怀”在河南学人身上的反映。河

南最早的近代教育机构“河南高等学堂”正科，只办过文科和理科，属于高中性质。到了民国三年该校被迫

停办时，校长时经训提出补救方案，将其改办为农业专门学校，主要理由是河南地区适宜农业的发展。⑥河

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李敬斋（李鹤）在留学预备学校的升级中，力主将其改为工业学校，计划不成愤而

辞去校长之职，后来他成功地领导了焦作工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的大发展。及至创办河南中州大学前，梁

启超在对河南知识界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我当希望我国各省均要办一个大学。唯他省须尚可缓，可代表我

国五千年文化之河南，则万不可缓。以文明最古之地，连一个大学都没有，宁不令人失望？我很希望各专门

之外，赶紧办一个大学。……河南偏又郑重其事，特设一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试问留学欧美，必要如此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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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以为最好将这不经济的教育费合在一起，办成一个大学。”⑦中州大学倡建人凌冰是师从哲学家杜威

的留美教育学博士，中州大学筹办人张鸿烈是留美哲学硕士。中州大学后来发展成文、法、理、农、医五科的

综合性大学，理学院还设有化工、土建等工科专业。

（二）取向：精微求理和宏达致用

虽然“极深研几”所涉为宏远的理想情怀，但必以精微之态度以探求，方符合西方近代科学“爱智求真”

之谛，然而，“开物成务”虽以迫近的现实问题之解决为目标，恰需宏达地广采博收，才能够实现经世致用之

效。从治学门径上看，“极深研几”之学虽然偏重普遍性质，但深入尤难，可将其名为“精微求理”之取向；“开

物成务”之学虽更具专门性质，但易致广大，可将其名为“宏达致用”之取向。在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第二次

年会所提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案》中指出：“科学研究，本不当专以应用为目的，若干具有最大

应用价值之科学事实，每于纯粹科学研究时无意得之。”民国时期的现代科学及学术体系对基础科学及应用

科学尚未明确界分，大致可将人文学术、自然科学中的数理科学视为“精微求理”之学，而将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中具有较强应用性质的学科视为“宏达致用”之学。

考诸民国时期河南学人在科学、学术发展上的贡献，大致可以看出，从事“精微求理”之学的文科学者，

如冯友兰、嵇文甫、徐旭生、董作宾、姚从吾等人文学者，相较于从事法律、政治、经济等可谓“宏达致用”之学

的学者，具有更重要的学术成绩和影响力⑧。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其情形却恰恰相反。民国时期河南较有贡

献的学者多集中于生物、化学、地质等偏实用性质的基础科学（如秉志、高济宇、孙健初等）以及建筑、农学、

医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如杨廷宝、赵连芳、张静吾等），大致可谓自然科学中的“宏达致用”之学，而遍数数学、

物理、天文这些可谓自然科学中“精微求理”的纯粹科学，却少有知名学人⑨。从这一组现象来看，民国河南

学人在文科领域的“宏达致用”与自然科学的“精微求理”方面有明显的短板，并进一步影响了之后河南科

学、学术的发展。

（三）风格：高明传神和中庸赋形

“极深研几”之学着力于揭明自然、社会、人文的内在规律，故其学术风貌应具严密整饬、谨慎有序的特

点；而“开物成务”之学的指归在于增益人伦日用，故其学术风貌应更多体现明白晓畅、简易平淡之气象。按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讲法，一方人文、学术的地方性风格，如能呈现出显著有别于其他地域的鲜明、深刻，可

谓以高明传其精神，约言之“高明传神”。而这一风格如能以通用、浅近的话语加以表征，传达于外域而引起

其他地方人文、学术之共鸣，则可谓以中庸赋得形象，约言之“中庸赋形”。

就中原近代学术的表现形式而言，大体上还是居于后发之势，在引入外界新学的背景下缺乏鲜明的学

术风格，更多地表现为亦步亦趋。然而，旧有学术传统的遗存，以及区域文化自觉意识的兴起，这一代河南

学人也体现出欲以“高明传神”的方式来形成中州特有学术风格的诉求。例如殷墟的科学发掘，始由中央研

究院史语所主其事，而以何日章、关百益等为代表的河南本土学者，也于史语所第三次发掘时自行发掘，并

形成了《殷墟文字存真》《甲骨文录》等研究成果。由此事所导致河南地方势力与中央研究院之纠葛，最终也

达成妥协，“中央研究院切愿借殷墟发掘之机会，为河南学术作百一之帮助。……即由河南中山大学借此充

实其史学系”。经此风波，得以参与科学发掘殷墟的河南大学学生石璋如、尹达、尹焕章等，日后均成为知名

考古学者。

此外，中原近代学术风格在“中庸赋形”方面的体现亦具有相当复杂性。例如，针对顾颉刚等人所推动

的疑古史学思潮，冯友兰多次阐述了他的“释古”观：“释古便是信古与疑古这两种态度的折中。”“‘释古’一

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部推翻古代传说。”“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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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杀”。“释古”说的提出，是对信古说和疑古说的超越，是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然而，

在这一颇具中州学术特色的旗帜之下，除了冯友兰自身对中国哲学史的改造，以及徐旭生先生有关古史传

说时代的调查，相对于疑古学派的汪洋恣肆，因折中而欠鲜明的“释古”说，作为学派尚难与之匹敌。

在“极深研几”与“开物成务”之间蜿蜒发展的中原近代学术，虽然取得了超越清代的诸多成绩，推进了学

术体系的更新，但囿于政治社会环境、教育科技制度等多方因素，民国时期的中原学术从全国范围来看仍属后

进。正视中原学风中的守旧、空疏之弊，标榜中原学风的笃实、致用之效，正待后来中原学人之发扬蹈厉！

注释：

①元代河南进士人数49人，参见《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24页。元代进士总人数1192人，参见郭万金：《明代科举与文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1页。明

代河南进士人数 1729 人，明代进士总人数 24814 人，参见沈登苗：《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版，第133—134页。清代河南进士人数1721人，清代进士总人数26747人，出处同上。

②明代河南籍阁臣人数见吴琦：《漕运·群体·社会——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清

代河南籍大学士人数见马子木：《清代大学士传稿（1636—1795）》，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56页。

③历朝学案编写体例未尽一致，统计人物时以学案正案中出现的案主为标准。其中《宋元学案》以87个正案

和2个学略作为研究总体。《明儒学案》考虑正案所涉及人物过少，以正案中出现的全部201人为总体。《清

儒学案》以正案案主179人为总体，未计入诸儒学案中的人物。《民国学案》则以全部254人为总体。

④各时期人口资料变动极大，依据袁祖亮所推算数值，分别以宋崇宁元年、明天顺五年、清嘉庆二十五年代

表宋、元、明、清的河南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大致状况，资料分别见《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页、第357—358页、第378—379页。民国时期人口资料按1936年全国户

口统计推算，参见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6页。

⑤明代状元总人数为90人，巍科人物数为394人，清代状元总人数为113人，巍科人物数为531人。参见沈

登苗、杜士玮：《进士·巍科人物与人才》，出自《科举百年》，同心出版社2006 年版，第44—45页。首届中

央研究院院士人数为81人，教育部部聘教授人数为45人，参见沈卫威：《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出自《民

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⑥张邃青：《记河南高等学堂》，见《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1979年版，第74—78页。

⑦梁启超：《对于河南教育之三点希望》（续），见《规训与书写：开放的教育史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391页。

⑧此处似应考虑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的整体水平亦不及人文学科。在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28位人文

及社会科学组院士中属于社会科学领域（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仅为8位。

⑨据第一届中国数学会董事会、理事会和评议员成员的社会结构分析，其中仅有1名河南籍数学家，见张剑：

《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上海学》（第 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8页。而在代表人才产出的院士层面，更是至2017年尚未有一位河南籍中国科学院数学部院士。有数

学背景的院士如张景中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崔俊芝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物理学方面，直到1959年“中央研究院”（已迁台）第三次增选院

士，物理学家袁家骝的当选才产生了首位“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的河南籍院士。而中国科学院则更迟

至1995年才有核物理学家魏宝文当选为首位数理学部河南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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